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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区绿洲城镇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变化分析
———以张掖绿洲乡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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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评估与分析干旱区绿洲乡镇景观生态风险，对优化绿洲土地资源管控和维护干旱区绿洲生态系统稳定性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以张掖市绿洲乡镇为对象，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和景观格局指数，结合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分析功能，研究其景观生态风险时空

特征及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１９８７—２０１８ 年，耕地和建设用地变化明显，分别增加 ４２９．０３ ｋｍ２和 ２３６．２６ ｋｍ２；整体景观生态风险

呈下降趋势，并呈“南北高、中间低”格局特征；各乡镇风险水平在空间上正向聚集，位于绿洲边缘地区的乡镇风险变化明显；人
为活动干扰是近年风险水平变化的主要因素。 研究成果可为西北干旱区绿洲生态保护与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干旱区；景观生态风险；相关性分析；影响因素；张掖绿洲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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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区是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生态环境一直很脆弱［１］。 我国干旱区约占国土

面积的 １ ／ ３，蕴藏着丰富的光、热和矿产等资源，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着可靠的物质基础［２］。 绿洲城市作为干

旱区典型的自然－人工复合系统，聚集了地区 ９０％以上的社会财富和人口，人地关系复杂且敏感［３］。 一方面，
“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实践进程加快，使得人口增长、城市发展等需求对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造成

剧烈影响［４］；另一方面，随着“生态文明”以及“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建设不断推进，区域生态系统也

会随之发生变化。 近年来绿洲草地退化、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等问题被不断凸显［５］，绿
洲城市的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安全受到威胁，这对推动形成“美丽中国”蓝图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

发展提出重大挑战。 因此，如何诊断区域生态状况识别其生态风险，生态风险又呈现何种时、空间态势，这种

态势又可给绿洲城市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带来何种启示？ 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是推动绿洲城市发展与生态

环境交互机理研究的关键，更是未来追寻绿洲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的重要研究内容。
景观生态风险作为识别区域生态风险、衡量区域生态安全的一种有效手段。 指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下景

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相互作用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强调景观格局对生态过程或功能的影响，注重风险的时空

异质性和尺度效应，致力于实现多源风险的综合空间表征与可视化［６］。 近年来诸多学者针对流域［７—８］、城
市［９—１０］、矿区［１１—１２］、海岸带［１３—１４］、自然保护区［１５—１６］、湿地［１７—１８］等人类活动剧烈和生态敏感脆弱区域开展了

大量研究且取得丰硕成果。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国内外学者对城市景观生态

风险尤为关注。 其中，国外学者更加偏向从微观角度和适宜性方法探索等去评估城市区域的生态风险状况。
如 Ｐéｒｅｚ 等［１９］通过土壤沉积物和地表水中杀虫剂使用情况评估了阿根廷潘帕斯地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状况。
Ｉｓｌａｍ 等［２０］通过调查不同土地用途的城市土壤中有害元素的变化评估了孟加拉国首都 Ｄｈａｋａ 的生态风险潜

在来源及特征。 Ｙａｎｅｓ 等［２１］从生态风险定义出发构建基于“自然现象＋人类压力”的框架用来评估哥伦比亚

Ａｎｔｉｏｑｕｉａ 沿海地区的生态风险。 而国内学者则直接从城市类型、方法以及地理位置等着手探索分析城市景

观生态风险的时空动态分异。 如李少玲等［２２］对面临转型的资源型城市乌海市及周边县域进行了景观生态风

险时空评价。 胡云峰等［２３］通过城市生态价值和城市景观生态受损率对北京天坛地区进行了现状评估。 张文

等［２４］选取位于我国沿海地区城市扩张迅速的 ４８ 个城市，重点研究了城市化对沿海城市生态系统的影响。 整

体上，目前关于城市景观生态风险的研究多在沿海经济发达区、快速城市化地区以及部分资源型城市等，相较

于大量针对人为活动剧烈和工矿业密集地区的城市研究闻言，立足于干旱区沙漠绿洲、荒漠过渡带和农牧交

错带等生态脆弱且对全球环境变化具有强烈响应的绿洲城市关注较少。
张掖市是西北干旱区典型绿洲城市，随着“一带一路”深入实施与生态文明建设，在如何合理聚集产业和

人口，更好的承担起“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促进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仍面临一系列问题。
厘清张掖市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一方面，有助于更好的优化城市资源配置、社会经济与生

态保护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对维系河西走廊绿洲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具有现实意义，进而对维护我国西北生态

安全格局具有积极作用。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张掖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中段（３７°２８′—３９°５７′Ｎ，９７°２０′—１０２°１２′Ｅ），辖甘州区、高台县、临泽

县、民乐县、山丹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图 １），总面积 ３．８６×１０４ ｋｍ２，集聚了黑河流域 ８０％以上的绿洲、人
口、ＧＤＰ 和耕地资源。 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大幅提升等，区域总人口由 １９８７ 年的 ６７．４ 万人增长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２３．３８ 万人，期间工、农业发展形势良好，截至 ２０１８ 年三次产业结构为 ２１．８５∶２２．２７∶５５．８７，逐步趋于

合理。 其社会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绿洲区域，但由于绿洲生态基底较为薄弱，伴随“三西建设”、“西部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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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一带一路”倡议实践，人类活动干扰强烈，使得地表覆被长期受到外界胁迫，导致区域地表景观格局发

生较大变化，进而影响着区域生态风险。 为更加客观直接地表达生态风险演变特征，便于决策者有针对性的

制定适应性管理政策，本文以张掖绿洲［２５］所在乡镇作为评价单元。

图 １　 张掖市及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１．２　 数据来源

选取张掖绿洲人类活动较为明显时段（１９８７、１９９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 ＴＭ 影像数据（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参照《土地资源现状分类》（ＧＢ ／ Ｔ２１０１０—２０１７）和全国遥感监测土地利用 ／覆盖分类体系方法，
结合张掖市的景观特点，按照区分差异性、归纳共同性方法，将研究区景观划分为林地、草地、水域、耕地、建设

用地及未利用地 ６ 种类型（图 ２）。 此外还参考了张掖市各区、县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２０１８（乡镇

卷）》以及张掖市行政区划、高程等相关辅助数据。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景观生态风险模型构建

文章采用常见的“损失与概率累乘”范式［２６］构建综合景观生态风险指数（ＥＲＩ）来表征生态风险时、空间

特征。 具体指数及含义如表 １。
１．３．２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格局测度

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揭示张掖绿洲乡镇景观生态风险分布格局。 其中，利用全局空间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判断景观生态风险是否存在统计上的集聚或分散现象，局部空间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判断是否存在空间上的集聚或分

散现象，以此来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３０］。 其具体公式如下：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 ∑
ｎ

ｉ ＝ １
∑

ｎ

ｊ≠ｉ
Ｗｉｊ Ｘ ｉ － 􀭵Ｘ( ) Ｘ ｊ － 􀭵Ｘ( )[ ] ／ （Ｓ２∑

ｎ

ｉ ＝ １
∑

ｎ

ｊ≠ｉ
Ｗｉｊ）

Ｓ２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 ｉ － 􀭵Ｘ） ２，􀭵Ｘ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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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８７—２０１８ 张掖绿洲土地利用分类

Ｆｉｇ．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Ｏａｓｉ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７ ｔｏ ２０１８

式中，Ｘ ｉ 和 Ｘ ｊ 为空间单元 ｉ 和 ｊ 的属性值，Ｗｉｊ是空间权重矩阵元素，表示各空间单元临近关系，ｎ 为风险单元

数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 范围为［－１，１］，当 Ｉ＝ ０，呈随机性，全局空间显著无关；Ｉ＞０，正相关，空间要素在整体区域聚

合；Ｉ＜０，负相关，空间要素离散。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 １
Ｓ２

（Ｘ ｉ － 􀭵Ｘ）∑
ｎ

ｊ≠１
Ｗｉｊ （Ｘ ｉ － 􀭵Ｘ） ２

当 Ｉ 为正，表明景观生态风险高、低单元在空间上呈显著集聚，Ｉ 为负，则在空间上呈显著分散。 通常用 Ｚ
值来检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的显著水平，计算公式为：

Ｚ ＝ Ｉ － Ｅ Ｉ( )
　 ＶＡＲ Ｉ( )

式中，Ｅ（ Ｉ）代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的期望值，ＶＡＲ 表示方差，当 Ｚ 大于 １．９６ 或者小于－１．９６ 时，表明景观生态风险存

在显著空间自相关。
１．３．３　 景观生态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和揭示其驱动力的统计学方法［３１］。 参考相关成果［３２—３３］，结合张掖绿洲平原

地形、荒漠气候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等实际情况，从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人为干扰度 ３ 方面选取坡

度、高程、降雨量、年平均气温、人口、各乡镇 ＧＤＰ（万元）、农民可支配收入（元）、人为干扰度 ８ 个影响因子，分
析绿洲城镇景观生态风险与地理环境因子的内在联系。 其计算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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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计算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

名称
Ｎａｍｅ

计算公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生态意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破碎度指数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Ｃｉ ＝

ｎｉ

Ａｉ

表述整个景观或某一景观类型在给定时间、性质上的破碎化程度。 式中，ｎｉ

为景观类型的斑块数量，Ａｉ为景观类型的总面积。

分离度指数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Ｎｉ ＝ ｌｉ ×
Ａ
Ａｉ

；

Ｉ ＝ １
２

×
ｎｉ

Ａ

表述某一景观类型中不同元素或斑块个体分布的分离程度；式中，Ａ 为区域
景观总面积。

优势度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Ｄｉ ＝

（Ｑｉ＋Ｍｉ）
４

＋
Ｌｉ

２
其值用来衡量斑块在景观中重要地位。 式中，Ｑｉ ＝斑块 ｉ 出现的样方数 ／ 总
样方数，Ｍｉ ＝ 斑块 ｉ 的数目 ／ 斑块总数，Ｌｉ ＝斑块的面积 ／ 样方总面积。

干扰度指数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ｉ ＝ａＣｉ＋ｂＮｉ＋ｃＤｉ

反映区域内不同景观所代表的生态系统受到外部干扰的程度［２７］ ；式中：ａ、
ｂ、ｃ 分别为 Ｃｉ、Ｎｉ、Ｄｉ的权重，ａ＋ｂ＋ｃ＝ １。 一般情况下 ａ、ｂ 和 ｃ 三个指标分别

赋予 ０．５、０．３ 和 ０．２ 的权值。 据参考相关文献［２８］ 及专家意见，结合张掖绿
洲所处区域实际情况，将未利用地单独赋予 ０．２、０．３ 和 ０．５ 的权值。

脆弱度指数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专家综合打分
归一化获得

参考前人研究成果［２９］ ，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定级：未利用地 ６ 级、
水域 ５ 级、耕地 ４ 级、草地 ３ 级、林地 ２ 级、建设用地 １ 级。 归一化后得到脆
弱度指数 Ｆｉ。

损失度指数
Ｌｏ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Ｒｉ ＝Ｓｉ×Ｆｉ
其值反映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所代表的生态系统在受到人为干扰时对其自
然属性损失的程度。

生态风险综合指数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ｉｎｄｅｘ ＥＲＩ ＝ ∑

ｎ

ｉ ＝ １

Ａｋｉ

Ａｋ
Ｒｉ

式中，ＥＲＩ 为张掖绿洲各行政单元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Ａｋｉ
为第 ｋ 个风险小

区第 ｉ 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Ａｋ为第 ｋ 个风险小区的面积，Ｒｉ为第类景观

的景观损失度指数

ｑ ＝ １ －
∑
ｍ

ｈ ＝ １
Ｎｈσ２

ｈ

Ｎσ２

式中，ｑ∈［０，１］，值越大，表明对 Ｙ 值的影响越强。 σｈ
２表示 Ｙ 的离散方差；ｈ 为变量 Ｘ 的数量；Ｎｈ表示乡镇单

元；Ｎ 为张掖绿洲乡镇单元总数；σ２是区域总方差。 其中，人为干扰度参照陈爱莲等［３４］ 和庄大方等［３５］ 的相关

研究计算得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景观格局特征

１９８７—２０１８ 年张掖绿洲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表 ２）：耕地、建设用地明显增加而未利用地

减少是主要特征，具体面积变化为林地、草地、水域、耕地和建设用地分别增长 ６５．９５、１１．８９、１４．７５、４２９．０３ ｋｍ２

和 ２３６．２６ ｋｍ２，未利用地减少 ７５７．８９ ｋｍ２。 各景观面积和斑块数量的变化，使得相应景观格局指数也发生变

化。 受人类活动干扰，未利用地虽为区域绝对优势景观但斑块破碎度和分离度持续增长，导致其优势度指数

下降；随着建设用地斑块数激增，优势度增长较大；耕地斑块数量增加，破碎度增长明显，分离度先增后降；余
下地类景观中林地的破碎度、分离度和干扰度指数下降明显，表明其用地斑块的聚集程度有所提升。 各地类

景观的脆弱度排序依次为未利用地＞水域＞耕地＞草地＞林地＞建设用地，其用地脆弱度数分别为 ０．２８５８、
０．２３８１、０．１９０５、０．１４２９、０．０９５２ 和 ０．０４７６。 反映出在张掖绿洲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下，水域和耕地对外界干扰

反映更为敏感，对区域水土资源的保护应更加重视。
表 ２ 还反映出张掖绿洲景观格局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时段内变化剧烈，尤其是林地和建设用地，其破碎度、

分离度、干扰度和损失度下降明显。 结合图 ２ 和图 ３ 进一步分析其用地变化在空上的表征：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时

段内变化明显区域集中在甘州主城区周围以及绿洲边缘地区，反映在用地类型上则主要是耕地、建设用地和

未利用地之间的变化；１９８７—２０１８ 年用地变化除了在各主要城区外，绿洲与戈壁滩、荒漠过度边缘地区更加

明显。 整体上，张掖绿洲用地在研究时段内历经较大规模的变化，且在绿洲边缘区域尤为突出。 究其原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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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扩张外，随着科学技术的提升，对戈壁滩的开发与利用力度加大，尤其是在绿洲边缘过度区域，随着时

间推移，景观斑块历经扩张→破碎→融合的演变过程，导致景观结构趋于复杂，区域空间上的景观丰度在逐步

提升。

表 ２　 １９８７—２０１８ 年张掖绿洲景观格局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Ｏａｓｉ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７ ｔｏ ２０１８

景观类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年份
Ｙｅａｒ

景观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斑块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破碎度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分离度
Ａｂｒｕｐｔｉｏｎ

优势度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干扰度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脆弱度
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

损失度
Ｄａｍｎｉｆｙ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１９８７ ８８．００ ９２３ ０．１０４９ １．７８８７ ０．２５１３ ０．６３９３ ０．０９５２ ０．０６０９

１９９５ ９６．０８ ９９６ ０．１０３７ １．７０１９ ０．２５６５ ０．６１３７ ０．０９５２ ０．０５８４

２００５ ９８．８６ １０５５ ０．１０６７ １．７０２２ ０．２５９８ ０．６１６０ ０．０９５２ ０．０５８７

２０１８ １５３．９４ １１０７ ０．０７１９ １．１１９７ ０．２６２２ ０．４２４３ ０．０９５２ ０．０４０４

草地 Ｃ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１９８７ ３２５．６７ ２０９３ ０．０６４３ ０．７２７８ ０．３０００ ０．３１０５ ０．１４２９ ０．０４４４

１９９５ ３３０．０２ ２１６１ ０．０６５５ ０．７２９８ ０．３００２ ０．３１１７ ０．１４２９ ０．０４４５

２００５ ３３９．７９ ２３１０ ０．０６８０ ０．７３２８ ０．２９９３ ０．３１３７ ０．１４２９ ０．０４４８

２０１８ ３３７．５７ ２３３１ ０．０６９１ ０．７４１０ ０．２９７３ ０．３１６３ ０．１４２９ ０．０４５２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１９８７ ６８．５７ ２９８ ０．０４３５ １．３０４３ ０．２２７０ ０．４５８４ ０．２３８１ ０．１０９１

１９９５ ７０．０７ ３１４ ０．０４４８ １．３１０２ ０．２３５１ ０．４６２５ ０．２３８１ ０．１１０１

２００５ ７２．４１ ３５４ ０．０４８９ １．３４６１ ０．２３９３ ０．４７６１ ０．２３８１ ０．１１３４

２０１８ ８３．３３ ４１９ ０．０５０３ １．２７２７ ０．２４４４ ０．４５５８ ０．２３８１ ０．１０８５

耕地 Ｐｌｏｗｌａｎｄ １９８７ １８２０．３１ ７８９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７９９ ０．３４９４ ０．０９６０ ０．１９０５ ０．０１８３

１９９５ １８９２．９８ ９０６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８２４ ０．３５４４ ０．０９８０ ０．１９０５ ０．０１８７

２００５ ２０４５．５９ １２３８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８９１ ０．３６５３ ０．１０２８ ０．１９０５ ０．０１９６

２０１８ ２２４９．３４ １２５４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８１６ ０．３７３９ ０．１０２０ ０．１９０５ ０．０１９４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１９８７ １８３．８１ ３８３１ ０．２０８４ １．７４４６ ０．３２９５ ０．６９３５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３３０

１９９５ １９４．３７ ４００８ ０．２０６２ １．６８７５ ０．３３１０ ０．６７５５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３２２

２００５ ２３９．７７ ４５５２ ０．１８９８ １．４５７８ ０．３３５０ ０．５９９３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２８５

２０１８ ４２０．０７ ５２７０ ０．１２５５ ０．８９５３ ０．３５００ ０．４０１３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１９１

未利用地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 １９８７ ８２５０．３７ ５５６８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４６９ ０．７３３３ ０．３８２１ ０．２８５７ ０．１０９２

１９９５ ８１５３．２０ ５５４１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４７３ ０．７２５２ ０．３７８１ ０．２８５７ ０．１０８０

２００５ ７９４０．３１ ５９００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５０１ ０．７０７６ ０．３７０３ ０．２８５７ ０．１０５８

２０１８ ７４９２．４８ ５９９４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５３５ ０．６８２５ ０．３５８９ ０．２８５７ ０．１０２５

２．２　 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异特征

利用自然断点法将张掖绿洲乡镇景观生态风险划分为低生态风险（０．０２１≤ＥＲＩ＜０．０３５）、较低生态风险

（０．０３５≤ＥＲＩ＜０．０５１）、中等生态风险（０．０５１≤ＥＲＩ＜０．０６９）、较高生态风险（０．０６９≤ＥＲＩ＜０．０８５）和高生态风险

（≥０．０８５）５ 级，以便进行时空特征分析。
２．２．１　 景观生态风险时序变化

研究时段内张掖绿洲景观生态风险呈下降趋势。 １９８７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ＥＲＩ 值分别为

０．０９０１、０．０８８５、０．０８５３ 和 ０．０７５９ 下，下降了 １５．７４％，且最大值和平均值逐渐变小。 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

风险等级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４％、６％、１５％、２３％和 ５２％，且低、较低、高风险区面积分别增长 １９０．６６、５４７．０７
ｋｍ２和 ７５７．７１ ｋｍ２，中等和较高风险区分别减少 ７３７．７２ ｋｍ２和 ７５７．７１ ｋｍ２，对应的乡镇数量分别增加 １ 个、
３ 个、２ 个，减少 ４ 个和 ２ 个。 各风险区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动态度变化较大，这与区域景观格局变化明显时段一

致。 在这一时段内较低和高风险区面积增长明显分别为 ５３６．２ ｋｍ２和 ５６０．１９ ｋｍ２，因面积占比差异，它们的动

态度为 ６．２％和 ０．７４％。 反映出随着景观类型改变，张掖绿洲整体生态安全逐步改善，且中等和较高风险区是

区域景观生态风险水平变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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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张掖绿洲不同时段景观变化区域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Ｏａｓｉ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表 ３　 １９８７—２０１８ 年张掖绿洲景观生态风险面积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Ｏａｓｉ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７ ｔｏ ２０１８

年份
Ｙｅａｒ

风险等级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低
Ｌｏｗ

较低
Ｌｏｗｅｒ

中
Ｍｅｄｉｕｍ

较高
Ｈｉｇｈｅｒ

高
Ｈｉｇｈ

１９８７ 乡镇个数 ７ ５ ８ ８ ６

面积 ／ ｋｍ２ ４０１．１４ ６５４．９０ １６５７．１６ ２４１５．６５ ５６０７．８７

面积占比 ／ ％ ３．７４ ６．１０ １５．４３ ２２．５０ ５２．２３

１９９５ 乡镇个数 ７ ５ ８ ７ ７

面积 ／ ｋｍ２ ４０１．１４ ６５４．９０ １６５７．１６ ２２１８．１３ ５８０５．３９

面积占比 ／ ％ ３．７４ ６．１０ １５．４３ ２０．６６ ５４．０７

２００５ 乡镇个数 ８ ５ ７ ７ ７

面积 ／ ｋｍ２ ５９１．８０ ６６５．７６ １４５５．６４ ２２１８．１３ ５８０５．３９

面积占比 ／ ％ ５．５１ ６．２０ １３．５６ ２０．６６ ５４．０７

２０１８ 乡镇个数 ８ ８ ４ ６ ８

面积 ｋｍ２ ５９１．８０ １２０１．９６ ９１９．４４ １６５７．９４ ６３６５．５８

面积占比％ ５．５１ １１．１９ ８．５６ １５．４４ ５９．２９

动态度 １９８７—１９９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２ ０．４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４．７５ ０．１７ －１．２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０．００ ６．２０ －２．８３ －１．９４ ０．７４

１９８７—２０１８ １．５３ ２．６９ －１．４４ －１．０１ ０．４４

２．２．２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差异

张掖绿洲景观生态风险表现出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图 ４）。 高风险乡镇主要分布在走廊北山，以荒

漠和戈壁滩等未利用地景观为主；较高风险乡镇集中在南部地区，多为荒草地；低、较低风险乡镇分布在中部

绿洲平原核心区，以耕地和建设用景观为主；中等风险乡镇则散布在绿洲平原边缘地带。 各乡镇中黑泉乡和

新坝乡在 １９８７—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时段内由较高转为高风险；鸭暖乡和沙河镇、三闸镇、大满镇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由中等转为较低风险；沙井镇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从较低转为低风险，其余乡镇

风险水平等级无变化。 总体来看，张掖绿洲乡镇风险等级变化主要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年，变化乡镇由中等转为较

低风险较多，且多在绿洲边缘，进一步反映出位于“绿洲⁃沙漠”过渡带的乡镇对外界干扰反应更为敏感，风险

易变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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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８７—２０１８ 年张掖绿洲景观生态风险等级

Ｆｉｇ．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ｒ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Ｏａｓｉ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７ ｔｏ ２０１８

ＥＲＩ：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

２．３　 景观生态风险相关性分析

基于各乡镇 ＥＲＩ 值，利用 ＥＳＤＡ 得到张掖绿洲景观生态风险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分别为 ０．４９０１、０．４９４１、
０．４８１６和 ０．５２３１，呈波动上升趋势，且正太统计量 Ｚ 值均大于 １．９６。 表明 １９８７—２０１８ 年张掖绿洲景观生态风

险呈正的空间自相关，即风险水平较高或较低的乡镇呈集聚状态。
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虽能表征整体的聚集态势，但无法反映出集聚的空间特征，因此利用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对

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特征进一步分析（图 ５）。 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下，各乡镇的空间集聚特征变化较显著，热
点乡镇略有收缩，冷点乡镇略有扩张。 其中热点乡镇数量占比由 ８．８２％下降为 ５．８８％，冷点乡镇由 １７．６５％增

加至 ２０．５９％，次热乡镇仅占 ２．９４％且在 １９８７—２００５ 年出现，次冷点乡镇在研究时段内无。 期间，不显著乡镇

由 ７０．５９％上升至 ７３．５３％。 整体上，张掖绿洲区景观生态风险空间集聚格局呈“北热南冷”特征，热点乡镇主

要为罗城乡、平川镇，集聚在走廊北山，冷点为上秦镇、梁家墩镇、小满镇和党寨镇等，集聚在绿洲平原地区，这
与风险水平空间格局存在一致性。
２．４　 景观生态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２．４．１　 因子探测贡献量

以 ２０１８ 年为例综合探测近年张掖绿洲乡镇景观生态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得到对应的贡献量（ｑ 值），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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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９８７—２０１８ 年张掖绿洲乡镇景观生态风险空间集聚特征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Ｏａｓｉ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７ ｔｏ ２０１８

表 ４ 可知：所选因子中人为干扰度＞ＧＤＰ＞人口＞坡度＞海拔＞年均气温＞年均降雨量＞农民可支配收入，整体上

显著性较高。 其中人为干扰度 ｑ 值接近 １，即它是影响 ２０１８ 年张掖绿洲景观生态风险的直接主导因素。 其次

ＧＤＰ、人口和坡度 ｑ 值在 ０．７ 以上，表明他们同样具有重要影响。 整体看来，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贡献值高于自

然影响因素。

表 ４　 ２０１８ 年景观生态风险驱动因子贡献量（ｑ）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 ２０１８

影响因素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人口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人为干扰度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ＤＰ

农民可
支配收入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坡度
Ｓｌｏｐｅ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年均降雨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年均气温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ｑ ０．７５ ０．９９ ０．８１ ０．２７ ０．７２ ０．５７ ０．４１ ０．４６

２．４．２　 驱动因素分析

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是复杂、动态的过程，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总体上是自然和人为活

动直接或间接的综合结果。
自然因素方面：作为自然地理环境核心要素的海拔、坡度、降雨和气温等是决定区域景观生态风险分布的

直接因素。 其中坡度和海拔的解释力分别为 ０．７２ 和 ０．５７，通过自然断点法可知（表 ５）：在坡度 ０°—４°和高程

０２８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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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０—１８２９ ｍ 之间乡镇分布较多，景观面积占比分别为 ２２．６２％和 ２０．１６％，风险水平以低、较低和中等为主。
受地表景观覆被影响，在 ７°—１２°和 ２３９１—３０００ ｍ 地区也存在少数风险水平较高乡镇，主要集中在北部合黎、
龙首山地区，以荒漠和戈壁滩为主，景观类型单一，结构脆弱，故风险水平较高。 整体上随着坡度和高程的增

加景观生态风险水平等级逐渐升高。 而年均降雨量和气温是衡量区域气候的重要指标之一，从图 ６ 中可以看

出，二者与景观生态风险值之间呈两级波动特征。 因地处河西走廊“蜂腰”处和“山地夹平原”地形地貌特征，
使得绿洲区域常年干旱少雨且蒸发量大，基本无法产生地表径流，农业发展主要依赖灌溉水渠。 因此，虽北部

靠近祁连山乡镇降水较多，但中部平原和北部山地乡镇降水稀少且多发干旱、扬沙、风暴、干热风、霜冻和病虫

害等自然灾害，对草地与农作物等损害极大，加剧了绿洲沙化、地表植被破坏以及景观斑块的破碎化程度。 这

也是造成北部地区部分乡镇景观生态风险常年居高不下的主要自然原因。

表 ５　 张掖绿洲乡镇景观生态风险水平坡度、海拔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ｓｌｏｐ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Ｏａｓｉｓ

名称
Ｎａｍｅ

分级
Ｇｒａｄｉｎｇ

乡镇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
％ 风险等级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面积占比 ／ ％
Ａｒｅａ ｒａｔｉｏ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０—４° １１ ３２．３５ 中等、较低、低 ２２．６２

４°—７° ８ ２３．５３ 中等、较高 ３０．１３

７°—１２° ９ ２６．４７ 高、较高、中等 ３８．６２

１２°—２３° ４ １１．７６ 低、中等、高 ５．６０

＞２３° ２ ５．８８ 较高 ３．０２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１１４４—１５５０ ｍ ６ １７．６５ 高、中等 １６．１１

１５５０—１８２９ ｍ １３ ３８．２４ 中等、较低、低 ２０．１６

１８２９—２３９１ ｍ ９ ２６．４７ 高、较高、中等 ２６．０４

２３９１—３０００ ｍ ５ １４．７１ 高、较高 ３６．５１

＞３０００ ｍ １ ２．９４ 较高 １．１７

社会经济因素方面：人口是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人为干扰是人类活动对区域环境影响因素及强

度的直接表征，而 ＧＤＰ 是衡量地区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们与景观生态风险水平密切相关。 图 ６ 中人为干

扰度与张掖绿洲景观生态风险值之间表现出显著负相关性，解释力高达 ０．９９，随着生态风险值升高，人为干扰

强度减弱；乡镇人口整体上随着景观生态风险值升高，数量减少；而各乡镇 ＧＤＰ 与景观生态风险值关系波动

较大，整体上随着风险值升高 ＧＤＰ 下降。 其中沙井镇 ＧＤＰ 最高，在 ２００５ 年风险等级由较低转为低，其后生

态风险状况一直较为稳定。 农村居民的社会经济活动对乡镇景观变化过程具有直接作用，虽然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因子的解释力只有 ０．２７，但其与生态风险值关系较稳定。 张掖市作为河西地区农业生产大市，２０１８ 年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１３７１０ 元，低于全国 ９０７ 元，但高于全省 ４９０６ 元。 其中上秦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

高于各乡镇，低生态风险和镇内诸多工业企业是其主要原因。 整体来看，近年人类活动对乡镇景观斑块的改

造对生态环境具有明显改善作用，高风险乡镇恶劣的生态环境对当地居民物质生活发展具有显著制约性，而
低景观生态风险对乡镇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良好促进作用。

此外，社会经济政策同样对乡镇生态风险影响重大。 张掖市社会经济历经了由慢到快发展过程，这与多

数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相符。 研究时段内主要有三次大规模经济开发建设活动（表 ６）。 分别是：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三西”建设、“再造河西”战略，将张掖市建设成了全国商品粮基地，巩固了农业基础地位，促进了城市

化进程，但开发力度有限，对区域整体而言，造成的风险胁迫较小；２０ 世纪初 “西部大开发”，提出“工业强市、
产业富民、加快城镇化发展”规划构想。 在政策导向下，绿洲边界不断扩展，地表景观多元化，抵御外界胁迫

能力显著提升； “十二五”以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及“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导向下，一方面紧围黑河流域

治理契机，将生态保护放在首位，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生态产业体系。 使得地表景观发生明显变

化，在此过程中内部结构的改变增强了斑块抗胁迫能力，进而使得区域整体风险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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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１８ 年各影响因子与景观生态风险值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２０１８

表 ６　 １９８７—２０１８ 年张掖绿洲景观生态风险变化主要驱动政策

Ｔａｂｌｅ ６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Ｏａｓｉ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７—２０１８

时间
Ｔｉｍｅ

主导政策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社会经济发展表现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景观表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风险特征
Ｒｉｓｋ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２１ 世纪以前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三西”建设、“再造河
西”

农业为主、城市化进程
逐步加快

开发力度有限，景观变
化差异小

高风险乡镇略有下降

“十一五”期间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１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西部大开发” 工业化进程加快
开发力度加大，耕地景
观增长明显

低、中等风险乡镇增加

“十二五”期间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一带一路”
经济快速发展，绿洲边
缘不断扩张综合发展，
景观变化明显

低风险乡镇增加，高风
险乡镇减少

“十三五”期间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乡村振兴” 全面发展，耕地、建设
用地增长明显

得到进一步改善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问题讨论

绿洲作为干旱区景观结构和功能的关键组分，支撑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 一旦绿洲生态系统

结构趋于瓦解、生态功能趋于恶化，那么支持干旱区人类生存的各种生态服务功能将逐日崩溃，区域社会经济

２２８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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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趋于消亡［３６］，如何充分合理利用绿洲资源、科学管理和改造绿洲，以维系绿洲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一直是

干旱区生态风险评价与管理者共同努力的目标。 通过对张掖绿洲景观生态风险的案列研究，从结果分析来

看，以乡镇为评价单元，其时空间变化特征刻画更加明晰，提升了风险制图和结果的可信度，利于决策管理者

整体把控绿洲乡镇风险状况。 在后续研究中，以下两点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１）绿洲边缘区的景观易变性

较大，对绿洲外围生态安全和整体风险水平影响重大，如何在干旱区这一独特的气候背景下科学利用此区域

内的土地资源，增强景观丰度，以提升抵御外界胁迫能力。 （２）生态系统服务是区域生态资源价值的直接体

现，对人类福祉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如何量化绿洲独特的生态系统价值以及如何将量化结果纳入风险评价

体系，建立基于景观“结构＋格局＋功能”的综合评价体系，使生态风险评价结果指向性更加明确。
文章从乡镇尺度分析绿洲城镇景观生态风险，仅作为一种表征小尺度区域生态环境状况的评估方法。 旨

在探索一种途径，通过景观生态风险的定量测算结果，为干旱区绿洲城市地方国土资源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撑。
由于早期数据缺失，收集困难，本文对景观生态风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还有待完善。 此外，以乡镇作为生态风

险单元虽能客观反映地方小尺度上的景观生态风险格局，但未充分考虑空间异质性，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原有

的地表自然地理联系，对于景观格局的整体把握和综合分析有待进一步研究。
３．２　 结论

本文以张掖绿洲乡镇为例，通过景观格局指数法、相关性分析等，研究了干旱区绿洲乡镇景观生态风险时

空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结论如下：
（１）１９８７—２０１８ 年，耕地和建设用地分别增长 ４２９．０３ ｋｍ２和 ２３６．２６ ｋｍ２，未利用地减少 ７５７．８９ ｋｍ２。 未利

用地是张掖绿洲绝对优势景观但景观脆弱度高；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各景观类型景观格局指数变化明显，在甘州主

城区附近和绿洲边缘地区景观斑块变化较大。
（２）近 ３０ 年间，张掖绿洲景观生态风险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下降了 １５．７４％。 低生态风险乡镇面积虽有

增长，但高风险乡镇面积占比高达 ５２％，部分乡镇风险等级常年居高不下。 在空间上表现出“南北高，中间

低”格局特征，各乡镇风险水平在空间上呈正向聚集。 位于“绿洲⁃沙漠”和“绿洲⁃戈壁滩”过渡地带的乡镇风

险易变性大，对外界胁迫反映相较其他乡镇更为敏感。
（３）通过因子探测，人类活动干扰是近年张掖绿洲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的直接影响因素，其次是坡度和海

拔等，整体上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大于自然因素。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类活动因素对各乡镇生态环境干扰增

强，通过各种经济开发和生态保护措施实践，单位面积上的景观丰度增加，提升了景观斑块抵御风险胁迫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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